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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视 域 下 的 新 成 果

———评《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》

郭英德　范红娟

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认识活动 ,有两种维度:一是横向的开拓延伸;一是纵深的钻研挖掘。前者往往

带来一个新领域或课题 ,筚路蓝缕 ,自是厥功甚伟;后者则可以带来一个新的研究境界 ,它不仅需要深考

精研的功夫 ,更依赖于“问题意识”的重构。程芸博士的《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》一书无疑属于后者。

阅读该书 ,我们最深刻的印象 ,就在于其强烈的问题意识。

正如该书“绪论”所述 ,程芸博士选择了三个基本问题展开论述 ,即:汤显祖文学理念的多重性 、“汤

沈之争”及其影响 、汤显祖戏曲的声腔与声律 。这三个论题都不算新鲜 ,曾经被研究者们反复讨论过 ,有

的还一度成为争论的热点 。尤其是近 20年来 ,研究者除了对原始材料本身的推敲和辨析之外 ,分别从

传统曲学 、哲学 、美学 、历史 、文化等各个方面 ,解说立论 ,阐幽发微 ,每引入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,得出的结

论也会有所不同 ,成果不可谓不丰厚。如何对这三个论题真正有新的发明创见 ,并且是建立在材料的细

致爬梳基础上的发明创见 ,而非追新逐异的哗众取宠之说 ,这应该是程芸博士面临的学术难题 。

对此 ,程芸博士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自信 。他清醒地认识到 ,在以上三个论题的历史讨论中所

形成的惯常的逻辑思路 ,并在有所借鉴的前提下力图加以规避。他的研究策略是:“将`问题意识' 聚焦

于晚明戏曲雅俗嬗变过程中 ,个体与群体 、观念与创作 、文本与舞台之间的复杂关系 ,特别关注曲体文学

的形式规律及其历史意义” ,从而达到“重新评估一些`汤学' 史上有广泛影响的论断或思路”的目的 。在

文献材料基本没有新发现的前提下 ,要做到对原有论题的“重新评估” ,必然依赖于这种由鲜明的“问题

意识”所带来的新视域 ,而某种新的问题视域必然包含了对问题的可能回答 ,于是“某些不为一般研究者

所重视的文献材料得以进入这三个问题的考察视野中 ,而某些为人所熟知的文献材料其特别的意义与

价值也得以彰显出来” ———程芸博士的学术自信 ,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点之上的。

比如 ,关于汤显祖戏曲的声腔问题 。“玉茗堂四梦”到底是为何种腔调而写作的 ? 或者说它们脱稿

以后 ,最初在舞台上是用何种腔调演唱的?从明万历后期至清乾隆年间 ,正好是吴中昆腔从崛起兴盛到

逐渐称霸曲坛的时期 。典籍之中 ,随处可见昆腔艺人搬演“四梦”的记载。人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:“四

梦”是为昆腔写作 ,用昆腔演唱的。1962年 ,徐朔方先生在笺校汤显祖《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》时 ,明

确提出汤显祖的剧作是专为“宜伶”演唱“宜黄腔”而写作的 。此论一出 ,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 ,由此又

引出“四梦”与海盐腔 、弋阳腔的关系等问题 ,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。

程芸博士以徐朔方先生“汤显祖是否以昆曲作为他剧作的唱腔 ,至少是疑问”这一见解作为逻辑起

点 ,以南调【二犯江儿水】到北调【北二犯江儿水】的讹变作为突破点 ,对“四梦”为“弋阳土曲”或者“宜黄

腔”而写作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,并由此引出一个重要的观点:“汤显祖《四梦》在文本形式上 ,并没有反映

出声腔 、剧种的鲜明特色 ,而是更多地呈现了晚明文人传奇的一般规律。”

从逻辑上讲 ,当代学人对《四梦》声腔的讨论都出自于一个基本预设 ,就是《四梦》是配合某一声腔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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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的。而程芸博士则认为 , 《四梦》更类乎作为文章之事的“文本” ,而与为特定声腔剧种写作的“脚本”

有着明显差异。我们认为 ,这是符合传奇戏曲作为“体制剧种”的基本性质的。曾永义先生在《论说戏曲

剧种》一文中曾经说到 ,传奇属于体制剧种 ,即“以剧本体例形制为原则划分出来的戏剧剧种” 。而在现

代概念里 ,剧种则往往是指声腔剧种 ,在这种观念的强大影响之下 ,研究者往往存着一种“前见” ,即认为

某一传奇剧本必定与某一声腔血脉相连 。其实对于作为“体制剧种”的传奇戏曲 ,首先应当讨论的是文

本体制而非表演声腔 ———传奇戏曲剧本能够用于舞台演出 ,并不证明其创作就直接指向舞台演出 。正

如程芸博士所说:“在文人曲家那里 ,传奇戏曲首先意味着一种展示自我才情 、文学天分的`文本' ,而非

直接服务于舞台演出的`脚本' 。”也许上述结论还需要通过史料的辨析 ,来进一步论证 ,但他的思路却值

得我们重视。于是 ,对《四梦》的声腔研究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剧本声腔问题的讨论 ,而是以此为起点 ,进

入到晚明戏曲流变这个相对宏阔的议题之中 ,这样 ,也许更有助于我们解读并揭示戏曲声腔格律嬗变的

实际情况 。

在古典戏曲领域里 ,汤显祖研究算是一个“资深”课题 ,许多耆宿贤达在这一领域掘金探宝 ,甚至有

“汤学”之谓。作为一个久经开掘的“旧矿” ,要想有所创获 ,除了新的思路 ,根本之道还是对现有史料的

宏观把握和细致辨析 。在可信史料的进一步开掘和发现上 , 《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》颇有值得称道

之处:程芸非常重视史料之间的相互勾连和互为解释 ,因此他对史料的理解也能时出新意 。

比如关于汤显祖的情感学说。在大量的论著里 , 《牡丹亭记题词》是许多学者关于汤显祖批判宋明

理学“以理灭情”观点的重要论据。而程芸博士却联系汤显祖在《牡丹亭》写作前后的思想和交游 ,大胆

地提出这是一种“误读” ,指出“题词中的`理无' `情有' 云云其实只是佛学语境中的有感而发之辞 ,其言

说的焦点在于文艺的虚构性” 。并进而提出:“《牡丹亭记题词》重`情' 的文学理念……其深层的思想依

据 ,却不可不归结到晚明张扬个体意志 、肯定情感欲望的`道学' 。 ……在汤显祖的`道学' 那里 ,个体的

情感欲望与普遍的理性规范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,人伦秩序 、道德伦理是汤氏论学的潜在前提而非刻意

否定的对象” 。这个结论的得出不可谓不大胆 ,但也不可谓无根据。当许多学人着眼于汤显祖“取新”的

一面时 ,程芸却特别瞩目于他“承旧”的一面。这样的看法应更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,毕竟新思想和

新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承前启后 、流变发展的过程 。汤显祖的思想取资于丰厚的文化传统 ,这是学人未

曾否认的事实 ,但这种取资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走向 ,人们却往往语焉不详 。程芸博士把论说的基

点和目标锁定在这一焦点上 ,自然就会创出新意来 。

正如汤显祖思想的微渺和复杂一样 , 《四梦》也有诸多微渺和复杂之处 ,它们共同体现了汤显祖的哲理

思考和思想探险;而这些微渺和复杂 ,又和晚明时期的思想文化动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因此 ,程芸博

士对汤显祖主观世界的诸多复杂与矛盾的精辟诠释 ,就为我们管窥晚明思想文化动态打开了一扇窗户。

这一点也体现了程芸博士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 ,以寻求“同情之理解”的自觉意识。

程芸博士在“后记”中说到 ,他在写作时常常被一个难题困扰:“旧学还是新知 ,这是一个问题” 。其

实 ,正如加达默尔所说:“精神科学的真理永远处于一种`悬而未决之中' ” ,从这个意义上说 ,文学研究并

不存在绝对的新旧之分 ,所能分别的 ,只是问题的不同构设 、史料的不同挖掘 、理论的不同阐发而已 。而

学术研究横向的开拓延伸与纵深的钻研挖掘两种维度 ,也就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鸣。毋庸置疑 , 《汤显

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》一书中尚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,就连程芸本人也不能不承认有某些“独断” ;他

对晚明戏曲声律嬗变的探究 ,也主要关注其时代文化背景 ,对戏曲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诉求则言之甚少。

然而 ,在学术研究中 ,“问题视域”的重构往往比某些问题的解答更为重要 ,因为这样的研究也许不能提

供一个完整而准确的答案 ,但却实实在在地为迫近历史真相 、解答历史谜团搭设了一个必经的环节。

《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》一书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正在于此 。

(责任编辑　何坤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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